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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碳交易是促进制造业节能减排的关键环境政策之一，但为立足于微观视角，深入探究碳交易影响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背后技术进步机制探究碳交易能否驱动制造企业积极进行绿色低碳转型的研究仍有待深化，。将碳交易引入政企演化博弈理论模型，剖析碳交易对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明确碳交易驱动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技术进步机制，利用200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和所在地区数据，在准自然实验框架下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结果表明：（1），碳交易可以释放创新收益激励效应创新收益激励效应促进制造企业积极进行绿色低碳转型，实现效率与环境的共赢；。（2）要素生产技术进步、降污减排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技术进步是制造企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三大技术进步机制，机制识别揭示，碳交易主要通过后两条机制发挥效力；（3）。调节效应检验显示，提高市场化程度有助于增强碳交易的技术进步机制效应，但是加大政府补贴不利于其发挥机制作用市场化会显著增强降污减排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技术进步的机制效应，但政府补贴只对能源利用技术进步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据此，政府在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时，应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配置和激励作用，打通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机制途径，同时对制造企业增加事前绿色创新补贴，制定灵活且有针对性的补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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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CETS) is one of the key environmental policies to promot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order to deeply explore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echanism behind the impact of CETS on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government-enterpris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analyzes the effec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ETS on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clarifies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echanism. Then, using the relevant data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from 2008 to 2022, empirical analysis and testing are conducted under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framework.However, based on the micro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ehind the impact of CETS on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till needs to be deepened. Based o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this paper firstly explores the evolution law and factor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trategy in CETS, and analyzes the endogenous mechanism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green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combined with the Green Solow Model. Then, using the relevant data of China’ s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dopts DID model to construct an identification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CETS on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ETS can release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 (2)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factor production,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nd energy utilization are the three major mai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echanisms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achiev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CETS is mainly effective through the latter two mechanisms. (3) Improving th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helps to enhance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echanism of CETS, but increas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is not conducive to its mechanism effect. Therefore, whe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marke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llocation and incentive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 open up the mechanism channels for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crease the green innovation subsidies beforehand to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adopt flexible and targeted subsidy plans.
Marketization will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mechanism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nd energy utilization, but government subsidies only positively regulat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energy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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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引  言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写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这意味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步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时期。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体，但讲求数量换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面临减排和增效的“两难”困境，必然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严峻挑战，这也引起了中央决策层高度重视。早在2015年，《中国制造2025》就明确将绿色发展列为制造业发展的五大理念之一；2016年我国工信部发布《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颁布，预示中国制造业开启了绿色低碳转型的新模式；202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2021年同年，工信部发布《“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与、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都也再次强调了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制造业急需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进行绿色低碳转型。
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并非简单的污染减排，而是需要协调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为此中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环境治理工作，其中于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简称“碳交易”），是中国通过市场化改革探索生产领域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技术进步是碳交易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渠道，然而需意识到，并非所有技术进步都是环境友好的[1]，如果因为使用一项新技术而产生新的污染源，那么这种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减排的作用将十分有限[2]。所以，只是宽泛地考察碳交易对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而未深入挖掘此间背后的技术进步机制，则无法明晰碳交易对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驱动力。现今碳市场已从试点阶段迈向全国铺开阶段，如何提高制造业绿色低碳效率，挖掘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内在动力，对增强碳交易减排效果、促进制造部门效率与环境共赢具有重要作用。实践中，企业是参与碳交易的微观主体，解析碳交易如何影响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是科学决策的基础。那么，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技术进步机制是什么？碳交易可以通过何种技术进步机制驱动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更进一步，是否有其他因素有助于加强碳交易与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之间的技术驱动力？碳交易能否驱动制造企业积极进行绿色低碳转型？更进一步，是否有其他因素可以加强碳交易与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之间的驱动机制？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明确碳交易在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方面的着力点。
关于中国碳交易的影响效果深受学界关注，但因缺乏数据支撑，仅有少数学者验证了碳交易对微观企业的作用效应。现有研究大多从宏观省域视角切入，可分为两类：一是集中于探究碳交易的碳减排效应和经济效应，多数学者论证了碳交易对碳排放量和强度的削弱作用（如Cui等[3]、Zhang等[4]的研究）、[1-2]、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如王喜平等[5]的研究）[3]，以及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如Gao等[6]、吴茵茵等[7]的研究）[4-5]；二是就碳交易对其他污染物的影响进行了拓展，发现碳交易对SO2、NOX和PM2.5具有协同减排作用，如Cheng等[8]、Liu等[9]、陆敏等[10]的研究[6-8]。其中，也有一些研究结合绿色发展理念，发现碳交易明显促进了试点地区的绿色经济增长（如廖文龙等[11]的研究）[9]、低碳经济转型（如周朝波等[12]的研究）[10]或碳效率提升（如高煜君等[13]的研究）[11]。以上研究为深入理解碳交易的作用效果提供了丰富且深刻的洞见，但鲜有文献将碳交易与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问题结合到一起讨论。与此较为相关的文献大多是立足于工业发展视角展开的研究，尽管田超等[14]、任晓松等[15]、Zhang等[16]分别发现碳交易有助于提升工业减排潜力[12]、工业企业低碳转型[13]、工业企业经济绩效[14]及创新能力[15]，但依旧无法很好地解答碳交易如何影响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尤其是缺少微观企业层面的回答。
碳交易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规制政策，所以理解碳交易对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机制，可从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出发。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论”，环境规制对企业而言是约束生产的政策压力，不可避免地给企业带来额外负担，通过遵循成本效应抑制企业生产效率增长[167]。对此，“波特假说”支持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合理且灵活的环境规制能激励企业研发创新，由此产生的效益可部分弥补甚至超过企业所承担的合规成本，这样的创新补偿效应有助于企业实现效率与环境的共赢[178]。因此，部分学者提出环境规制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取决于以上两种效应谁占主导，如蒋伏心等[1918]。碳交易政策亦是如此，沈洪涛等[20]有学者认为企业在碳配额约束下，为了避免高额的排污成本主要是通过减产的方式来实现碳减排[19]；不过较多研究表示碳交易可以形成有效的创新补偿效应，且技术进步是重要的传导渠道，如余萍等[2210]，。但有关探究相对笼统，深入挖掘其背后技术进步机制的比较匮乏[21-22]。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碳交易下各方利益群体的行为决策存在一个相互学习和调整的过程，结合演化博弈理论剖析了碳交易机制下政府与企业对于减排问题的策略选择，如焦建玲等[22]、唐慧玲[23]。[23-24]。另外，从碳交易的市场特性和奖惩制度出发，胡玉凤有等[24]研究发现在碳交易下市场化和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效率具有调节影响，地区市场化程度提高有助于碳交易发挥积极作用[25]，。但政府补贴的作用效应存在不确定性，通常认为政府补贴会引导企业加大减排技术研发投资，不过范子英等[25]相关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存在低效之谜，会诱导企业选择投机行为，不利于企业提高效益[26]。
综合来看，目前关于碳交易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的研究已相对丰富，但具体观点仍未统一，基于此，本文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首先，从微观视角考察碳交易对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通过构建演化博弈理论模型，探究碳交易下制造企业策略的演进规律，力求明晰两者间的作用效应和重要途径；其次，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剖析制造企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驱动机制，进而利用准自然实验框架，明确碳交易主要通过何种技术进步机制对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发挥效力；最后，依据碳交易的市场特性和奖惩制度，探讨市场化和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进一步发掘能够强化碳交易驱动机制的其他因素，以期为政府部门搭建配套激励机制提供启示。
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1  碳交易下政企演化博弈分析
为探寻碳交易对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碳交易下政府与制造企业演化博弈理论模型，并引入市场化和政府补贴因素，以考察碳交易与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之间的调节效应。参考焦建玲等[223]、唐慧玲[234]的研究，只讨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一致的情形，统一设为政府群体，企业群体指属于控排制造行业的相关企业；在非对称信息下政府和制造企业都是有限理性的，两群体均追求利益最大化；另外假设博弈中制造企业生产时的碳排放量一定会超过政府设置的低碳排放标准，意味着如果制造企业消极地进行绿色低碳转型就必须另外购买配额，反之，如果制造企业积极地进行绿色低碳转型，那么其碳排放至少会小于政府设定的配额，否则绿色低碳转型是无意义的。
21.1.1  参数设定与收益分析
假设政府和制造企业的行为策略空间分别是（积极监管，消极监管）与（积极转型，消极转型），博弈过程中两方可随机独立地、不断重复地进行策略选择。政府群体选择“积极监管”策略的概率为x（0≤x≤1），选择“消极监管”策略的概率为1−﹣ x；制造企业选择“积极转型”策略的概率为y（0≤y≤1），选择“消极转型”策略的概率为1﹣y。；满足0≤x≤1和0≤y≤1。




政府实行碳交易的固定成本是cg，期初为制造企业免费发放的碳配额为。当政府积极监管时，会通过政府补贴鼓励企业开展减排活动，如果观察到制造企业采取积极转型策略，政府按制造企业的减排水平对其进行补贴，补贴率为s，实际补贴额为；同时政府享受积极转型的制造企业减排带来的环境收益，单位减排量环境收益为h，环境总收益为；如果政府发现制造企业消极转型且未按设定标准排放，则按制造企业排放水平e0q进行处罚，单位排放量罚金为f，总罚金为fe0q；此时政府还需承受由于制造企业维持高排放生产引起的环境损失，单位排放量环境损失为l，环境总损失为le0q。














制造企业边际生产成本为固定的ce；生产单位产品带来碳排放量为e0，积极转型企业的碳减排总量为。在碳排放权市场化的条件下，当即制造企业选择消极转型维持高排放生产时，需另外购入碳排放权，单位碳排放量的购买成本为b；当即制造企业积极转型拥有盈余碳配额时，可以出售碳排放权，单位碳排放量的交易收益为p 1）；实际的碳交易中，企业不只是简单地按照碳市场设定买卖价进行交易，还要支付相应的开户费、会员费、手续费、服务费和佣金等，所以在建立模型时对碳配额的购入成本和出售收益有所区分。市场化水平越高，提升碳交易价格的可能性越大，制造企业出售配额的收益越大，同时购买配额的成本也越大。一般来说，随着制造企业减排水平的不断提高，所需的减排投资成本也越多（），边际减排投资成本是递增的（），即减排投资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以将积极转型企业的减排成本函数设为，且。制造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量为q，消费者的保留价格为常数，随着销售量q增加消费者购买意愿减少的系数为，为绿色消费偏好程度系数，表示积极转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的“先动优势”，那么积极转型企业的市场逆需求函数为（J为市场价格），消极转型企业的为。制造企业在积极转型的过程中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来获取创新收益，令单位产量创新收益系数为，则增加的创新总收益为。由此，可建立政企博弈的收益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政企博弈的收益支付矩阵
	博弈主体
	制造企业

	
	积极转型
	消极转型

	政府
	积极
监管
	

	


	
	
	

	


	
	消极
监管
	

	


	
	
	

	











令政府采取“积极监管、”“消极监管”策略时的平均收益和种群平均收益分别为、，种群平均收益为和；制造企业采取“积极转型、”“消极转型”策略时的平均收益和种群平均收益分别为、，种群平均收益为和。
政府群体选择不同策略时的适应度为：

	（1）

	（2）

	（3）
制造企业群体选择不同策略时的适应度为：



	（4）

（5）



	（6）
12.1.2  复制动态方程与演化均衡




本文着重探讨碳交易影响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演化稳定策略。制造企业群体采取“积极转型”策略时的数量增长率等于其适应度减去平均适应度，t表示时间，因此可得制造企业群体选择“积极转型”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

    	（7）

当时，F(y) = 0，则所有水平均为稳态；。

当时，由F(y) = 0可得y = 0和y = 1为y的两个稳定点。
对F(y)求y的一阶导数：

	（8）

制造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要求，因此对不同情形分别展开讨论：





当时，也就是时，恒有，则，，可得y = 1为稳定点；。





当时，也就是时，恒有，则，，可得y = 0为稳定点；。








当时，也就是时，需要对以上两种可能分别进行讨论：若，则，，此时y = 1为稳定点；若，则，，此时y = 0为稳定点。

图1反映了制造企业群体选择绿色低碳转型进而生产的动态演化趋势，其中。

[image: ]

（a）当x = x0时                       （b）当x < x0时                      （c）当x > x0时
图1  制造企业决策的演化趋势
21.1.3  理论解释




能够看出，制造企业群体演化博弈的均衡结果与减排投资成本、创新收益、市场绿色收益、政府补贴等参数相关，经剖析可得如下理论解释：


当时，也就是时，y = 0是演化稳定策略。表明碳交易下，若制造企业消极转型时的总收益（市场收入−﹣配额购买成本−﹣政府罚金）大于积极转型时的总收益（市场收入＋﹢创新收益＋﹢政府补贴＋﹢配额交易收入−﹣减排投资成本），则倾向于选择消极转型。此时，由于消极转型企业付出的污染代价较少，碳交易主要释放出负面的“合规成本抵消效应”，造成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其他方式消极地应对减排目标，来抵消环境合规成本，而非技术进步。还可发现，增加政府补贴、配额交易收入或配额购买成本能够降低制造企业消极转型的概率，表明政府补贴和市场化有利于削弱成本抵消效应的负向作用。通常来讲，政府给予资金补贴有助于企业专注于技术创新活动、增加减排技术投资，但碳交易下企业可能会直接使用补贴资金来补偿配额购买成本，从而不利于政府补贴发挥积极影响[154]。另外，碳排放权市场化允许企业交易盈余配额从而获益，有利于缓解研发资金约束和提高创新预期收益，激励企业绿色低碳转型[2726]。


当时，即时，y = 1是演化稳定策略。表明碳交易下，制造企业若能以额外获取的创新收益和市场绿色收益来抵消减排投资成本，则会积极地进行绿色低碳转型。此时，碳交易可以有效释放正面的“创新收益激励效应”，倒逼制造企业加快技术研发节能减排，或生产绿色产品以获得新的可持续盈利点，进而推动其绿色低碳转型。此同时，市场化起到了强化作用，碳交易并不直接限制企业生产行为，而是利用市场信号引导企业技术进步、实现减排目标，提高市场化程度有利于积极转型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先动优势”，这会进一步推动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碳交易可能通过“合规成本抵消效应”引致制造企业消极地进行绿色低碳转型。
H1b：碳交易可能通过“创新收益激励效应”驱动制造企业积极地进行绿色低碳转型。
H2：市场化、政府补贴对碳交易与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中间机制起到调节作用。
21.2  碳交易对驱动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技术进步驱动机制
[bookmark: _Hlk97651991][bookmark: _Hlk97651980]如上所述，碳交易释放“创新收益激励效应”促进技术进步是驱动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途径，那么何种技术进步才是制造企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机制？碳交易可能促使企业追加技术性投资，通过开展创新活动获取“创新补偿”。在碳配额的限制下，制造企业逐渐考虑对生产活动中的排放的废弃物和污染物污染排放进行控制，从而引起企业生产和管理费用成本上升，作为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制造企业为了消化这部分环境成本、获取额外利润收益和市场竞争优势，必然会加快自身技术进步脚步以获得“创新补偿”。绿色低碳转型并非是简单地减产或转移污染，而是通过要素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使实际合意产出最大化，以及通过减污降碳降污减排技术使最终非合意产出最小化的过程，因而，一般来说，碳交易下制造企业可以采取三3种技术进步方式来控制污染排放，以提高企业收益和市场优势：一是要素生产技术进步，制造企业可以通过改进生产工艺来提高要素生产效率，进而维持较高的利润率；二是减污降碳降污减排技术进步，制造企业可以通过改用环境友好型原料、研发绿色生产技术、加强污染治理能力等途径来抑制污染排放，以缓解或抵消环境合规成本；三是能源利用技术进步，制造企业可以通过优化能源利用技术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减少能源消耗产生的污染排放。所以，这三3种技术进步方式亦可能是碳交易对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三大驱动机制。
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碳交易可能通过要素生产技术进步、减污降碳降污减排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技术进步三大机制驱动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综上所述，碳交易对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如图2所示。




图2  碳交易对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

32  计量模型与变量分析
32.1  模型设定
中国于2014年左右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七7个试点地区设立碳交易试点，涉及的八大试点行业包括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和航空，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DID）模型来考察碳交易对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内生性问题。考虑到深圳以外的六6个试点都是省级层面或直辖市，因此将深圳纳入广东省，以便统一研究范围。本文所关心的深圳以外的六6个试点地区碳交易工作是在2013年11月－2014年6月间陆续展开的，因此将2014年及之后看作政策影响年份，构建模型如下：


	（9）





其式（9）中，gtfp为制造企业绿色低碳效率；time为二元实验期变量，碳交易影响年份（2014年）及之后取为1，否则取为0；treat为二元处理变量，属于试点地区六个制造行业的企业取为1，否则取为0。X为控制变量集，包括企业规模（asset）、企业规模平方项（asset2）、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价值（tobinq）、独立董事比例（board）、股权集中度（share）。为企业固定效应，为时间固定效应，为地区固定效应，为行业固定效应，为随机误差项。
32.2  样本与数据
本文以2008－—201922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选取标准如下：（1）①参考刘晔等[267]编制的碳交易试点行业对照表，确定属于制造业范畴的企业样本，涉及包括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和造纸六6大个行业。（2）②依据碳交易设定的试点地区，将处于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的制造企业作为实验组，其他企业作为控制组。（3）③为确保研究样本的稳定性和关键变量的可测性，剔除以下企业样本：上市年份在2008年及以后的企业；财务状况异常的ST和*ST类企业；重要运营指标（如营业收入、固定资产原值和员工人数等）及污染排放指标存在缺失值的企业。最终获得平衡面板数据样本1 3921 740个。
企业经营数据来自CSMAR和Wind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其中绿色专利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国际绿色专利分类号IPC信息进行识别；碳排放数据来自CEADs数据库2），参考吴茵茵等[7]的处理方式，各地区碳排放量由县级碳排放量加总得到，；废水、SO2、烟粉尘排放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其他变量数据来自EPS数据库。环境数据结合指标变化趋势进行完善，对于存在矛盾的企业数据，结合上市公司年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准确信息进行手工校正。
32.3  研究变量及测度
（1）3.3.1  被解释变量：



制造企业绿色低碳效率（gtfp）。世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WBCSD）提出的生态效率内涵是少投入、少排放、多产出[2728]，这正好与前文界定的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含义相符，据此本文对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程度进行测度，相应变量称为制造企业绿色低碳效率。具体使用Matlab软件中Álvarez等[2829]介绍的Matlab软件deamalmluen函数，测算考虑非期望合意产出的方向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来度量，值越大表示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程度越高。所需的投入和产出指标如下：（1）①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和能源。其中，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表示，常用计算方法是永续盘存法，但此方法对数据要求较高，会造成较大样本损失，且如何确定基期资本存量和折旧率尚未得到统一，因此借鉴张沁琳等[3290]采用固定资产原值、工程物资及在建工程之和来衡量，并以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2008年=100）进行平减。劳动投入用企业员工人数表示。能源投入借鉴崔兴华等[301]计算企业能源消费总量表示。3）具体步骤：首先，计算每个地区能源消费总量的加权系数：，Ei为地区i的能源消费总量，Oi为地区i的工业总产值；其次，计算加权调整后的地区i的能源消费总量：ei=Ei×Wi；最后，得到地区i企业f的能源消费总量，of为制造企业f的产出，为企业f所在地区的工业总产出。（2）②合意产出用主营业务收入表示，并以用地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2008年=100）进行平减。③（3）非合意产出同样测算企业废水、SO2、CO2和烟粉尘排放量来表示。

（2）3.3.2  解释变量：
碳交易政策（time×treat）。将试点地区六大制造行业的企业视为实验组，赋值为1；非试点地区六大制造行业的企业视为控制组，赋值为0。

3.3.3 （3） 技术进步机制变量。
要素生产技术进步（tfp）通过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大多文献使用OP法（如Olley等[31]的研究）[32]和LP法（如Levinsohn等[32]的研究）[33]来计算，考虑到OP法能更有效地缓解同步偏差和选择偏差问题，因此选用OP法进行测算，利用Rovigatti等[334]开发的prodest命令计算获得。降污减排技术进步利用采用绿色专利来进行度量，依据胡江峰等[345]分为高质量（g_patent）和低质量（d_patent）两种，分别利用绿色发明专利、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占绿色专利申请总量的比例来表示。能源利用技术进步（ener）借鉴薛飞等[365]使用能源利用效率即企业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费量来表示，为方便后续观察实证结果，本文对此取相反数，数值越大，则能源利用效率越高。

3.3.4（4）  调节变量。
市场化（mark）参考胡玉凤等[245]使用樊纲市场化指数来衡量，以2008和2009年为基数计算往后年份的增长率及其平均数，并利用趋势分析法进行修正；政府补贴（sub）采用企业所获政府补助金额来衡量。

3.3.5 （5） 控制变量
选取企业规模（asset）、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价值（tobinq）、独立董事比例（board）、和股权集中度（share）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企业规模=企业总资产，并参考胡江峰等[345]加入其平方项（asset2）考察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净资产收益率=企业净利润/平均净资产；企业价值=企业市值/总资产；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股权集中度=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
32.4  描述性分析
借鉴任亚运等[367]的做法，通过比值法来观察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关键指标在碳交易试点前后的均值变化特征，具体见表2。从数值差异来看，首先，实验组的CO2、废水、SO2和烟粉尘排放量在试点前后都低于控制组，除废水排放之外，试点后实验组的各项污染排放与控制组的差距均有所扩大，分别增加【确定为增加？】了37.15%、10.88%和4.18%；其次，实验组的主营业收入和绿色低碳效率在试点前后都高于控制组，在试点后，实验组的绿色低碳效率比控制组高出的比例扩大了29.61%，不过主营业务收入的差距缩小了2.56%。这初步表明，碳交易抑制了实验组的污染排放增速，提升了实验组的绿色发展水平，但能否真正促进企业实现经济与环境共赢仍需进一步检验。
对比来看，实验组相对于控制组的CO2、废水、SO2、烟粉尘排放量有所下降，而营业收入和绿色低碳效率有所提高。首先，实验组的CO2、废水、SO2、烟粉尘排放量在试点前后都低于控制组，且试点之后实验组的四项污染排放量与控制组间的差距比例分别扩大了28.57%、34.31%、10.33%和6.47%。其次，实验组的主营业收入和绿色低碳效率在试点前后都高于控制组，且在试点后实验组比控制组高出的比例分别扩大了0.53%和64.03%。初步证据表明，碳交易在促进制造企业降污减排和增加企业收益方面取得了成功，有助于实现经济与环境共赢。

表2  碳交易试点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均值比较
	指标
	试点前均值
	试点后均值
	比值变化
g=f-c

	
	实验组a
	控制组b
	比值c=a/b
	实验组d
	控制组e
	比值
f=d/e
	

	CO2排放/（百万吨）
	0.948 50.948 4
	1.627 41.627 3
	0.582 8
	1.339 21.154 6
	6.339 23.885 8
	0.211 30.297 1
	−0.371 50.285 7

	废水排放/（百万吨）
	1.965 91.959 5
	4.657 14.649 1
	0.422 10.421 5 
	3.690 22.332 3
	7.798 029.766 8
	0.473 20.078 4
	0.051 1-0.343 1

	SO2排放/（百万吨）
	0.001 2
	0.010 5
	0.114 3 
	0.000 30.000 4
	0.054 80.036 3
	0.005 50.011 0
	−0.108 8-0.103 3

	烟粉尘排放/（百万吨）
	0.000 20.000 3
	0.004 30.004 3
	0.046 50.069 8 
	0.000 40.000 5
	0.085 70.097 8
	0.004 70.005 1
	−0.041 8-0.064 7

	主营业收入/（百亿元）
	2.072 42.018 6
	1.045 71.071 0
	1.981 81.884 8 
	3.638 82.912 1
	1.860 11.540 7
	1.956 21.890 1
	−0.025 60.005 3

	绿色低碳效率
	1.104 71.161 1
	1.089 31.059 6
	1.014 11.095 8 
	1.897 32.254 8
	1.448 11.298 8
	1.310 21.736 1
	0.296 10.640 3



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43.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使用DID模型就碳交易对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列（1）和列（2）是最小二乘估计（OLS）下控制了时间、地区和行业固定效应的结果，其中；列（1）中将碳交易交互项（time×treat）直接与制造企业绿色低碳效率（gtfp）进行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列（2）中加入控制变量，交互项系数为0.164 6152 3且同样显著。列（3（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列（4（加入控制变量））是固定效应模型（FE）下控制了时间和企业固定效应的结果，显示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交互项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可决系数R2来看，列（2）和列（4）加入控制变量后拟合优度有所提升，初步表明模型回归结果较稳健。这说明碳交易显著提高了制造企业绿色低碳效率。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OLS
	FE

	
	（1）
	（2）
	（3）
	（4）

	time×treat
	0.167 0157 5***
（3.938 60.050 9）
	0.164 652 3***
（3.944 30.049 8）
	0.167 057 5***
（4.646 20.038 8）
	0.16554 7***
（4.552 60.039 3）

	asset
	
	0.952 9835 0***
（6.053 60.146 8）
	
	0.715 8940 0***
（3.382 10.236 2）

	asset2
	
	−0.020 618 2***
（−6.006 10.003 2）
	
	−-0.015 020 6***
（−3.312 40.005 1）

	roe
	
	0.046 91 0
（1.026 90.048 1）
	
	0.041 810 9
（1.263 30.040 4）

	tobinq 
	
	−-0.003 115 8**
（−0.383 8007 6）
	
	-0.008 810 5
（1.065 40.009 1）

	board
	
	-0.001 251 0
（0.880 1138 3）
	
	-0.002 216 5
（1.413 60.156 6）

	share
	
	−-0.001 1**0 8*
（−2.280 70.000 5）
	
	−-0.002 0***1 1
（−2.661 30.000 9）

	Constant
	−-0.708 1316 5***
（−12.019 60.041 8）
	−11.662 7-9.769 3***
（−6.429 41.709 7）
	0.182 038 6***
（24.160 10.007 1）
	−8.314 9-10.469 0***
（−3.341 12.714 6）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否
	否

	行业固定
	是
	是
	否
	否

	企业固定
	否
	否
	是
	是

	样本量/个N
	1 740392
	1 740392
	1 740392
	1 392740

	R2
	0.549 8485 4
	0.562 602 3
	0.748 6694 7
	0.752 800 0


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t值稳健标准误。下同。

43.2  稳健性检验
43.2.1  平行趋势及动态效应检验
通过Jacobson等[3738]的事件研究法对2008－20192022年每个时段的动态处理效应进行检验，来确保两组样本在事前具有共同趋势，并进一步观察试点前后对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动态效应，模型如下：


	（10）




式（10）中以2008年作为基准年份，表示2008－—201922年的一组系数。图3绘制了95%置信区间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20082009－—2013年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表明政策试点前实验组和控制组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从试点后第三3年（2017年）开始显著并明显波动上升，意味着碳交易政策对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两年时滞，不过之后作用效果逐渐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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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33748109]（a）OLS估计                                            （b）FE估计
图3  平行趋势及动态效应
43.2.2 安慰剂检验
实验组的制造企业绿色低碳效率在碳交易实行后明显高于控制组，是否源于某些不可观测的偶然因素，而非政策带来的效果？对此，借鉴任胜钢等[3839]的研究，通过随机分配试点企业进行安慰剂检验。基本思路为：从样本中随机抽取27家企业作为“假”实验组，假设这些企业是碳交易的实施对象，再进行双重差分，如果“假”政策效应不明显且远远小于真实结果，且则说明上述结论有效。本文进行了1 000次随机抽样，并按模型公式（9）进行回归，结果见图4。可以发现，1 000个回归系数大多分布在零点附近，相应pp值多数比0.1大，且真实的基准估计值在抽样中是明显的异常值，表示基准结果不太可能来自偶然因素。
【图4: 请作者修改图中的p为斜体】
[image: ] [image: ]
（a）OLS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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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LS估计                                            （b）FE估计
图4  安慰剂检验结果安慰剂检验 
注：X轴显示的是由1 000个随机分配产生的time×treat回归系数，曲线是相关核密度分布，点是p值。垂直虚线垂线是示意表3中列（2）和、列（4）的真实估计值，水平虚线表示p值等于0.1。
43.2.3  PSM-DID检验
为进一步避免本文对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划分出现“选择性偏误”，在放松双重差分平行趋势假设的前提下，另外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模型重新估计。具体而言，重新筛选出在制造业范畴内的468家企业，将属于试点地区与试点行业的企业作为实验组，其他企业作为控制组；然后基于Logit模型计算出两组样本的倾向分值，分别采用核匹配法和1:1卡尺内最近邻匹配法，从控制组中提取出与实验组倾向分值相近的样本；最后利用DID模型估计得出政策效应，相应结果见表4中列1和列2。与基准结果相比，表4中列（1）和列（2）相应结果，除了碳交易交互项（time×treat）系数值略有差异之外，相应符号和显著性变化不大，表明本文结果稳健。
43.2.4  排除同期重要环保政策的检验
同期政策的干扰或许会造成政策效应估计出现偏误，本文发现碳交易试点的重庆、天津和湖北也是2007年SO2排污权交易的试点地区，因此删除这三3个地区的样本再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中列（3）。在排除SO2排污权交易的影响后，交互项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43.2.5  进一步检验
首先，由于重庆的碳配额是依据企业申报量来分配的，可能会导致碳市场中配额量过多而交易量过少，因此剔除重庆样本后再进行双重差分；其次，为了排除可能存在的时效性问题，将时间窗宽缩短至2009－20192022年进行回归；最后，进一步控制行业与时间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以检验之前被忽略的随时间变动的行业因素是否会影响结果。以上结果见表4中列（4）至列（6），均显示与基准结果差别不大，因此可推断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表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核匹配
	卡尺内最
近邻匹配
	排除SO2
排污权制度
	剔除重庆
	更改窗口期
	时间×行业固定效应

	time×treat
	0.101 8094 8***
（7.142 70.038 2）
	0.102 75 2***
（7.196 40.038 4）
	0.211 5191 8***
（4.085 80.062 7）
	0.177 265 4***
（3.969 70.053 6）
	0.152 61 0***
（3.675 80.051 3）
	0.166 356 5***
（4.711 90.038 9）

	Constant
	−5.063 7***-4.742 8**
（−3.708 32.159 2）
	−-4.982 1***484 3**
（−3.653 42.159 6）
	−11.704 6-9.939 3***
（−6.325 81.776 1）
	−11.831 9-10.025 4***
（−6.457 61.755 4）
	−11.629 3-9.423 4***
（−6.496 51.839 6）
	−-6.145 57.605 2**
（−2.342 33.037 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行业固定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企业固定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样本量/个N
	6 9515 559
	6 9465 555
	1 650320
	1 710368
	1 508276
	1 740392

	R2
	0.717 404 6
	0.717 304 9
	0.565 906 5
	0.563 003 7
	0.613 1522 4
	0.769 011 2



43.3  影响分析与机制识别
依据前文分析，碳交易通过“合规成本抵消效应”和“创新收益激励效应”对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产生消极或积极的影响。基准结果表明，碳交易对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具有促进作用，是否就意味着碳交易的“创新收益激励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以及碳交易具体通过何种驱动机制发挥效力？对此有待进一步检验。
4.3.3.1  合规成本抵消效应的检验
结合现有研究，当碳交易释放“合规成本抵消效应”企业可能会选择两种方式消极应对减排目标。一是调整产出行为，通过减少产量来降低排放水平[3940]，主要体现为企业产值（income）的减少，本文使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表示；另外，企业成本（output）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量，因此可以用企业产量来衡量产量，参考沈洪涛等[2019]使用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占总资产比例表示。二是策略性治污，即投入更多的治污劳动力或提高治污设备的运行次数，由于上市企业公开披露的数据有限，本文主要考虑劳动力成本，参考沈永建[40]使用职工平均薪酬企业总工资（wage）表示。将以上变量作为机制变量，使用碳交易交互项（time×treat）直接对其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中列（1）至列（3）。当income、output和wage作为因变量时，碳交易（time×treat）系数都为正但不显著，说明碳交易下制造企业没有通过调整生产计划、策略性治污等消极的方式来应对减排目标。以上对假设H1a进行了检验，表明碳交易通过“合规成本抵消效应”引致制造企业消极进行绿色低碳转型的概率较小。
43.3.2  创新收益激励效应的检验
结合理论分析，要素生产技术进步、降污减排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技术进步是制造企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三大驱动机制，本文沿着这些线索来识别碳交易“创新收益激励效应”的有效性，及其促进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机制路径，表5中列（4）至列（7）报告了相应回归结果。碳交易（time×treattime×treat）对要素生产技术进步（tfp）的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与制造企业为了尽快实现配额目标有关，毕竟实现要素生产技术进步需要制造企业长期的努力且不是碳交易的首要目标，制造企业为了达到既定减排标准，不得不将重心放在与此更为相关的路径上。对于降污减排技术进步（g_patent和d_patent）而言，碳交易只对绿色发明专利占比（g_patent）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仅有后者的系数显著，说明碳交易下制造企业更有意愿开展高质量的实质性技术进步活动，且更有动力通过提升具有绿色低碳偏向性的降污减排技术来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能源利用技术进步（ener）组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碳交易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在改善气候变化问题的同时也有助于污染减排，进而促进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以上对假设H1b和H3作出了检验，说明碳交易能够释放显著有效的“创新收益激励效应”，主要通过降污减排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技术进步两条机制促进制造企业积极地积极绿色低碳转型。
表5  机制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合规成本抵消效应
	创新收益激励效应

	
	（1）
income
	（2）
output
	（3）
wage
	（4）
tfp
	（5）
g_patent
	（6）
d_patent
	（7）
ener

	time×treattime×treat
	0.020 762 2
（0.364 2061 1）
	−00.044 0.002 6
（−0.717 20.063 3）
	−0.077 50.125 5
（−1.501 00.111 6）
	0.002 02
（0.487 9004 3）
	0.106 8078 6***
（2.780 60.040 0）
	−-0.010 031 1
（−0.303 6031 9）
	0.002 77 2***
（5.445 60.002 7）

	ConstantConstant
	−12.069 4-9.469 0***
（−3.902 2330 0）
	−-2.517 7122 8
（−0.848 63.226 7）
	6.042 7***-9.105 2
（2.895 27.698 1）
	1.174 312 2***
（4.974 00.231 4）
	6.369 37.820 3***
（3.259 32.251 7）
	−1.755 5-0.924 2
（−0.960 01.858 6）
	−0.166 30.451 6***
（−2.014 50.156 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样本量/个N
	1 740392
	1 740392
	1 740392
	1 740392
	1 740392
	1 740392
	1 740392

	R2
	0.916 49 0
	0.511 544 0
	0.618 694 9
	0.698 7720 8
	0.182 793 8
	0.184 366 3
	0.450 0890 1



43.3.3 市场化和政府补贴调节效应的检验
经过前文验证，碳交易发挥效力的主要机制是降污减排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技术进步，那么是否存在其他因素会影响这两条机制发挥效应呢？基于假设H2，本文分别加入市场化（mark）和政府补贴（sub）作为调节变量，来检验二者是否存在调节作用，结果见表6。
表6中列（2）和列（5）报告了市场化作为调节变量的检验结果。其中列2中绿色发明专利占比（g_patent）与市场化（mark）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同时列5中能源利用效率（ener）与市场化（mark）的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正。绿色发明专利占比（g_patent）、能源利用效率（ener）分别与市场化（mark）的交互项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提高市场化程度对上述两条中间机制均有正向的调节影响，能够进一步促进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碳交易遵循科斯定理，通过明确产权来解决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那么在碳市场中，碳价格决定了企业内化负外部性的成本，市场化程度越高，碳价格上升的空间越大，为了降低合规成本并获取减排收益，企业会更有意愿来提高绿色低碳效率；而且，提高市场化程度，有利于消费者辨别和购买绿色低碳产品，增加绿色低碳转型制造企业的市场收益，。因此，市场化有利于强化碳交易的“创新收益激励效应”，进一步驱动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表6中列（3）和列（6）是政府补贴作为调节变量的检验结果。列3中绿色发明专利占比（g_patent）与政府补贴（sub）以及列5中能源利用效率（ener）与政府补贴（sub）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为负，表明政府补贴对降污减排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技术进步的机制效应无明显增强作用。与此同时，列3和列6中政府补贴（sub）对制造企业绿色低碳效率（gtfp）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这也从侧面反映政府补贴可能会削弱以上两条技术进步机制的正向作用。因为企业绿色创新需要较长时间显现经济效益，在碳交易大环境下，制造企业能源利用效率（ener）与政府补贴（sub）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将政府补贴用于弥补碳排放权的购买成本可能更划算，从而降低了其进行绿色偏向性技术研发的动力。综合来看，政府补贴对碳交易的创新收益激励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的削弱作用。而绿色发明专利占比（g_patent）与政府补贴（sub）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府补贴有利于加强能源利用技术进步的机制作用，但会削弱降污减排技术进步机制的正向作用。政府补贴的本意是为企业提供资金扶持、降低融资约束，但在碳交易下，如果企业将补贴用于弥补碳排放权的购买成本，这时补贴对企业实质性的技术进步无法起到应有效果，反而会削弱碳交易的“创新收益激励效应”。而且政府补贴的最终效果不一定是促进绿色偏向性的技术进步，由于绿色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作用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经济效益，企业可能将补贴投入其他类型的技术研发，而非用于研发具有绿色低碳偏向性的降污减排技术进步，这也就是为什么碳交易下政府补贴会削弱减污降碳技术进步对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然而，政府补贴可以强化能源利用技术进步这个渠道的正向效应，这可能与制造企业所属的行业性质有关，制造业部门是能源消耗大户，制造企业高能耗特征比较突显，所以在碳交易大环境下引入政府补贴，可有效激励相关企业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表6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降污减排技术进步
	能源利用技术进步

	
	（1
无调节变量）
	（2
市场化）
	（3
政府补贴）
	（4
无调节变量）
	（5
市场化）
	
（6
政府补贴
）

	time×treat
	0.158 5146 2***
（4.780 40.049 4）
	0.156 7136 8***
（4.721 90.048 2）
	0.164 343 5***
（4.957 20.048 2）
	0.156 643 9***
（4.722 70.050 1）
	0.155 026 5***
（4.671 80.048 4）
	0.160 630 3***
（4.844 70.048 6）

	g_patent
	0.057 478 0***
（2.757 20.022 7）
	0.052 969 7***
（2.529 00.020 4）
	0.069 4103 1***
（3.225 20.023 5）
	
	
	

	ener
	
	
	
	2.949 61.182 2***
（3.186 10.202 5）
	7.209 11.224 4***
（3.041 00.211 3）
	4.325 21.185 9***
（3.138 80.200 8）

	mark
	
	−0.025 692 4
（−1.544 70.083 0）
	
	
	−0.018 4122 4
（−1.102 30.082 8）
	

	MEC×mark
	
	0.017 42542***
（1.724 00.079 2）
	
	
	1.819 7942 2***
（1.993 40.717 8）
	

	sub
	
	
	−-0.008 915 0***
（−3.072 40.005 5）
	
	
	−-0.006 310 6**
（−2.305 60.005 3）

	MEC×sub
	
	
	−-0.038 4***12 2
（−1.478 90.012 2）
	
	
	−0.769 80.223 7***
（−1.348 70.069 4）

	Constant
	−-12.028 40.379 6***
（−6.734 51.737 3）
	−12.218 8-10.771 8***
（−6.835 81.788 2）
	−12.139 1-9.281 5***
（−6.642 91.744 2）
	−-11.172 20.303 2***
（−6.253 91.705 5）
	−11.290 7-9.903 6***
（−6.324 71.674 4）
	−12.081 8-7.773 2***
（−6.650 61.678 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样本量/个N
	1 740392
	1 740392
	1 740350
	1 740392
	1 740392
	1 740350

	R2
	0.564 507 1
	0.565 812 1
	0.567 019 3
	0.565 209 3
	0.512 566 6
	0.567 321 4


注：MEC为机制变量集合，包含g_patent和ener。

54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市场化与政府补贴的政企演化博弈理论模型，分析了碳交易对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影响效应及其有关调节作用，并基于绿色索洛模型剖析了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技术进步机制，进而利用2008－—201922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及所在地区数据，建立了碳交易与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准自然实验框架，所得结论为：（1）①从基准结果看，碳交易能够促进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虽存有两年时滞，但经过之后作用效果逐年有所增强。（2）②从机制检验结果看，碳交易的“合规成本抵消效应”不显著，而“创新收益激励效应”有效且发挥了主导作用，表示碳交易下，制造企业并没有选择减产或策略性治污等消极行为应对减排目标，而是通过加强技术进步积极地进行绿色低碳转型。在制造企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三大技术进步机制中，碳交易主要通过降污减排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技术进步两条中间机制发挥效力，而要素生产技术进步的机制效应不明显。（3）③从调节效应检验结果看，提高市场化程度有助于强化降污减排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技术进步的机制效应；但政府加大补贴力度可能会削弱以上两条机制的作用会吸收降污减排技术进步的机制作用，只能加强能源利用技术进步机制的正向效应。基于此，本文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在处理制造企业的高污染、高能耗和高排放问题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配置和激励作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碳交易能够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的绿色低碳效率，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而且在碳排放权市场化的条件下，提高市场化程度所带来的额外市场收益，能够进一步激励制造企业进行绿色低碳转型。因此，在制造部门的环境治理中应重视发挥市场对资源和要素的配置作用，以及对企业主体开展减污降碳活动的激励作用。可继续扩大碳市场交易范围，增加交易品类，适当收紧碳配额，降低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成本，来进一步缓解制造部门的环境污染问题。
第二，积极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完善与创新，重视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机制途径。本文所得结论表明碳交易对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两年时滞后逐渐增强，主要通过降污减排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技术进步两条中间机制实现，而要素生产技术进步机制的效果不显著。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仍存在效率低下、活跃度不高等现象，且各试点市场发展不均衡、处于分割孤立状态，因此应积极推进全国全行业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建设，从配额分配、碳价设定、交易流程等方面不断进行完善和创新，以缩短碳交易影响效应的时滞，提高碳交易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要注重全面提高制造企业的要素生产效率、降污减排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打通制造企业提升绿色低碳效率的三大技术进步机制，从而推动制造终端向绿色化与低碳化转型升级。
第三，加大对制造企业的事前绿色创新补贴，并依据企业特征制定更加灵活和更具针对性的补贴计划。本文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碳交易的创新收益激励效应技术进步激励效应存有遮掩效果具有一定的削弱作用，虽然有助于加强能源利用技术进步的机制效应，但不利于降污减排技术进步发挥机制作用，可能原因是制造企业进行进行绿色创新降污减排技术进步的获益周期较长，制造企业更倾向于将补贴资金用于弥补碳排放权的购买成本解决能效低下的问题。因此，应将制造企业调整创新方向的时间纳入补贴条件内，可适当调高事前绿色创新补贴比例，使制造企业有机会享受到创新补偿。并根据不同企业特征设计一套具有针对性的动态补贴计划，如将创新补贴给予更急需的民营小规模企业，适当减少对国有大规模企业或高耗能企业的资金补助，以提高政府补贴在碳交易大环境下的有效性。



注释：
1）实际的碳交易中，企业不只是简单地按照碳市场设定买卖价进行交易，还要支付相应的开户费、会员费、手续费、服务费和佣金等，所以本文在建立模型时对碳配额的购入成本和出售收益有所区分。
2）参考吴茵茵等（2021）的处理方式，各地区碳排放量由CEADs数据库中的县级碳排放量加总得到。


3）具体步骤：首先，计算每个地区能源消费总量的加权系数：，Ei为地区i的能源消费总量，Oi为地区i的工业总产值；其次，计算加权调整后的地区i的能源消费总量：ei=Ei×Wi；最后，得到地区i企业f的能源消费总量，of为制造企业f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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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 more convenient settlements in both renminbi and foreign currencies
should be provided for cross-border technology trade. Attempts should be made to use
the digital renminbi for trade settlements, e-commerce payments, and
green power trading, the plan st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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